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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多重面向：杜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中文译名的世纪流变

冯　加　渔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百年来，中国学者在译介杜威名著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时，对其书名翻译多有不同，前
后有近十种译名之别，致使杜威民主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呈现出多重面向。从２０世纪１０－２０
年代流行的“平民主义与教育”译介到３０年代流行的“民本主义与教育”译介再到４０年代起流行的“民
主主义与教育”译介，杜威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总是受社会思潮的影响发生着
某种转译嬗变，以契合时代发展需要。总的来说，该书在中国长达百年的译介传播并非只是一次比一

次更逼真复现杜威文本思想的过程，而是在时空交错的历史长河中伴随转变着的社会情境一次又一次

不断被重新阐释的过程。在新时期，还需注重结合当前社会情境对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进行转化
性阐释，以适应时代变革图新需要进而揭示其当代意涵。

　　关键词：杜威；民主；民主主义；民主主义与教育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西部乡村教师专业学习优化研究”（１６ＹＪＣ８８００１０）。

　　１９１９年４月，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约翰·杜威应邀来中国访问讲学，而后在中国掀起了实
用主义思想文化传播热潮。在此期间，杜威的名著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简称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也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教育界备受瞩目的皇皇巨
著（涂诗万，２０１６，第２－３页）。及至今日，关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一书的中译引介文献不胜枚
举，其传播范围遍及人文社科众多领域。饶有意味的是，百年来，中国学者在译介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时，对其书名翻译多有不同，前后有近十种译名之别，致使杜威民主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过程中
呈现出多重面向。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中文译名为何如此纷繁？“当一个词语、一个范畴或者一种
话语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旅行’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刘禾，２００２，第２７页）对此审辩考察，不
仅可以勾勒杜威名著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在华译介传播的过程轨迹，还可以澄明杜威教育思想在
华传播接受的内在机理。

一、百年来“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中文译名概览

（一）“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在杜威访华前的中译概况
１９１６年３月，位于美国纽约的麦克米兰公司出版了杜威的著作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杜威的

实用主义教育学及哲学思想在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中得到最充分的阐述，所以该书一经问世就被争相传

诵，并于同年的５月、９月、１２月接连三次再版，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时隔不久，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笔名为“天民”的学者敏锐地关注到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一书

的出版动向，并以《台威氏之教育哲学》为题在１９１７年４月出版的《教育杂志》第九卷第四号上刊文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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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全书思想概要，由此拉开了该书在中国译介传播的序幕。在该文中，作者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翻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当时，受教于杜威的中国留学生陶行知、胡适尚未归国，中国的近邻日
本也尚无人译介此书；在此情形下，“天民”能够率先译介，殊为难能可贵，足可谓开创学术先河。尽管

《教育杂志》影响显赫，杜威在中国学界声誉日隆———如蔡元培自１９１２年以来多次在文章和演讲中宣
扬杜威的思想，但此次译介并未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随后的两年间，无论是英语语词“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还是其对应的中译语词，在国内各类公开文献中都难觅踪迹。

概而言之，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一书在华译介始盛于１９１９年，究其缘由，是受杜威来华访问讲
学的影响。１９１９年２月，杜威受邀在日本游历讲学。陶知行（后称陶行知）、胡适、陶履恭（陶孟和）、郭
秉文、蒋梦麟等人得知此事后，盛邀杜威顺道来华访问。不久，杜威即回函胡适表示接受邀请，待结束

日本之行后前往中国访问。经过胡适等人及多家报刊的传播，杜威即将来华访问的消息成为学界盛

闻。为便于国内学界加深对杜威的理解，１９１９年３月３１日，陶行知率先在《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
育新思潮》第六号上发文《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在该文中，“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被翻译为
“平民主义的教育”。同年４月创刊发行的《教育潮》杂志在第一卷第一期刊发的杂纂《记杜威博士》
中，则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翻译为“德谟克拉西与教育”；而同月出版的由蒋梦麟任主编的《新
教育》杂志在第一卷第三期专刊“杜威号”的开篇杂纂短文《杜威先生略传》中则将其翻译为“平民主义

与教育”，当期杂志收录的胡适论文《杜威的教育哲学》也将其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

（二）“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在杜威访华期间及至１９２７年的中译概况
１９１９年４月３０日，杜威抵达上海，稍作休整后于５月３日在江苏省教育会开始了来华首场讲演，

蒋梦麟在现场口译时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翻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杜威在华访问历时两年
三个月又三天，于１９２１年８月２日离开中国，在此期间足迹遍布上海、江苏、北京、天津、浙江等十余省
市（直辖市），围绕教育、政治、社会、科学、哲学等议题做了两百多次讲演，对当时的学界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由于邀请及陪同杜威访华讲学的主要参与者陶行知、蒋梦麟、胡适等人率先都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译
为“平民主义”，“平民主义”一词顿时广为传播，以至于当时学界人士在提及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一书时普遍都将书名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常道直编译出版的《平民主义

与教育》。常道直于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２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科，期间恰逢杜威在北京高
师开课授业讲解教育哲学，选用参考读物即是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原著。常道直在听课时勤做笔
记，依托杜威讲课内容，将其翻译整理成文，陆续发表在《平民教育》杂志上，后又将其整理成册，于

１９２２年９月定名为《平民主义与教育》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是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一书最
早的中文编译本，风靡一时，影响广泛（杜威，２０１６，“前言”第２－３页）。

在杜威访华期间，“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除了“平民主义与教育”的主流通用翻译外，还有部分
学者采用小众译法，将其别作它译。例如，１９１９年７月，笔名为“真常”的译者节录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原著第七章进行翻译，译文《教育上之民主主义》刊发于《昆明教育月刊》杂志，其文将“Ｄｅｍｏｃｒａ
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１９１９年８月，夏硏尊在转译日本学者帆足理一郎介绍杜威教
育思想的文稿时，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１９２０年１月，邹恩润（邹韬奋）
在翻译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时将书名译为“德谟克拉西与教育”。值得一提的是，在杜威离华归国
之后，“平民主义与教育”的主流通用翻译继续沿袭直至１９２７年，此后国内学界对“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的主流通用翻译发生了变化。

（三）“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在１９２８—１９４０年间的中译概况
１９２８年３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邹恩润译述、陶行知校订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中文全译本，

定名为《民本主义与教育》。邹恩润基于杜威原著的译本较之于常道直１９２２年基于杜威讲学的译本内
容更加系统全面，“除了几处不十分重要的部分，大都把杜威的思想，很忠实的、很正确的表达出来了。

这是一种很难得的成功”（吴俊升，１９３２）。１９２９年１０月，该译著被列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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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印书馆再版发行，而后又于１９３３年７月名列“大学丛书”在商务印书馆三版发行。受此影响，国内学
界在引述杜威著作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或讨论相关问题时，多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为
“民本主义与教育”。例如，１９３２年１１月，朱兆萃在世界书局出版的著作《教育学》中提及杜威著作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时，将其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又如１９３３年９月，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
院对研究部学生演讲介绍杜威教育哲学思想时，也采用“民本主义与教育”的译法。

必须注意的是，随着１９２６年广州国民政府主导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１９２７年“宁汉合流”南京
国民政府确立中央治权促使政局趋于统一，当时社会的焦点即转向防范南京国民政府重蹈北洋政府覆

辙而再行独裁专制。在此时代背景下，“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除了被翻译为政治意味浓厚、寓意“以民为本”的语
词“民本”或“民本主义”外，也时有被翻译为寓意“人民自治”的语词“民治”或“民治主义”。例如，

１９２８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邹恩润译著《民本主义与教育》末页书籍宣传广告栏就同时推介了《中国民
治主义》（Ｍｏｄｅｒ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Ｃｈｉｎａ）和《中国教育民治之趋势》（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Ｓｙｓ
ｔｅｍ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两本书的名录，同时出现了“民治主义”和“民治”的译法。所以，将“Ｄｅｍｏｃｒａ
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为“民治与教育”或“民治主义与教育”的表述也见诸于当时各类文献。如１９３０年，
吴俊升在论文《重新估定新教育的理论和实施的价值》中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为“民治主义
与教育”；１９３５年，朱经农、潘梓年在合译《明日之学校》时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为“民治与
教育”。

“民本主义与教育”的主流通用译法延续了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直至１９３９年民主宪政运动的爆
发，“民主”及“民主主义”随之成为热点议题，国内学界对“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主流通用翻译再
次发生变化。

（四）“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在１９４０年后的中译概况
１９３９年９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共产党联合中间党派进步人士发动

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提案敦促国民党结束独裁统治实现民主宪政。伴随着民主宪政运

动在全国的迅猛发展，政治界、文化界及教育界人士纷纷各抒己见，探讨中国民主发展前途。１９４０年１
月９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
的文化》的长篇演讲，一个月后，演讲稿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发表在《解放》杂志上。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０
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讲，进一步阐述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主张。新民主主义论不仅对根据地各界人士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在国统区和沦陷区

引起了广泛关注。此外，１９４１年３月，以“实践民主精神”为纲领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先后数次
发动成员积极参与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讨论，并于１９４３年９月掀起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可以说，新旧
民主主义论成为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主要社会思潮（姜平，１９９８，第２３６－２５４页）。

由于这一时期民主宪政运动及新旧民主主义旗帜鲜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译为“民
主”或“民主主义”，“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随之被译为“民主与教育”或“民主主义与教育”，并日趋
统一为“民主主义与教育”。例如，王学孟在１９４２年１２月发表的论文《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将“Ｄｅｍｏｃ
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毛礼锐在１９４３年５月出版的著作《民生教育哲学大纲》中
也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曹孚在１９４４年８月发表的论文《教育与民主》
中亦采用“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说法。

１９４９年之后，大陆及台湾地区学者如曹孚（１９５１）、吴俊升（１９５３）、王承绪（１９８１）、张法琨（１９８４）、
单中惠（１９８７）、滕大春（１９８８）等人在论及杜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一书时也多采用“民主主义与
教育”的译名。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今。大陆最权威的译本（王承绪１９９０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发行译
本、２００１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再版）及２０１４年５月出版发行和２０１８年３月出版发行的两个新近全译本
都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如孟宪承（１９４８）、胡适
（１９５２）、蒋梦麟（１９５９）、林玉体（１９９６）、薛绚（２００６）、俞吾金（２０１２）、单文经（２０１６）等在不同场合将

１３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专题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为“民主与教育”。

二、“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中文译名差异检视

总的来说，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中文译名之所以差异明显，是源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一词的对应中
文翻译在不同时空别有不同，大致可归为三类：其一，根据英文发音，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音译为“德莫（谟）
克拉西”；其二，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翻译为“民本”“平民”“民主”“民治”等两字复合词；其三，将“Ｄｅｍｏｃｒａ
ｃｙ”翻译为“ＸＸ主义”，如“民本主义”“平民主义”“民主主义”“民治主义”等四字复合词（如表１）。值
得注意的是，不仅学界对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书名中译迄今尚未完全统一，甚至有同一学者在不
同时期对其翻译也各不相同。例如，舒新城先后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
和“民治与教育”；与杜威多有学术交往的吴俊升则先后将其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民治主义与教

育”“民主主义与教育”。

有部分学者在译介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原著时明确提及了自身的选词缘由，如林宝山明确指
出：“为使本译作与商务版（邹译本《民本主义与教育》）之中译有别，新中文译本遂取名为《民主主义与

教育》，更接近原著之精神。”（杜威，１９８９，第３页）林玉体在翻译时则指出：“本书以《民主与教育》来译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因为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态度，不必然是个 －ｉｓｍ（主义）。”（杜威，
１９９６，第２页）除此之外，多数译介者并未明确解释为何如此翻译的个中缘由。百年来，在众多译介者
当中，邹恩润的翻译最具代表性，历经三变又涵括三法：邹恩润在１９２０年刊发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原著节选译文中，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为“德谟克拉西与教育”；在１９２１年，则将“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为“民治与教育”；待１９２８年正式推出第一个全译本时，又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翻译的不同，绝不仅仅是译者的语义理解和话语风格差异所致，更
源于社会思潮的背景影响，体现着时代思想的发展变迁。

表１　杜威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中文译名概览

时间 译名 备注

１９１７．４ 民本主义与教育（天民） 最早译名

１９１９．３－１９１９．４
平民主义的教育（陶行知）

德谟克拉西与教育（佚名）

平民主义与教育（胡适）

杜威来华临行前

１９１９．５－１９２１

平民主义与教育（蒋梦麟等）

民主主义与教育（真常）

民本主义与教育（夏硏尊）

德谟克拉西与教育（邹恩润）

杜威来华期间

流行译名为“平民主义与教育”

１９２２－１９２７ 平民主义与教育（常道直等）

平民与教育（缪凤林）

第一个编译本“平民主义与教育”

流行译名为“平民主义与教育”

１９２８－１９４０
民本主义与教育（邹恩润）

民治主义与教育（吴俊升）

民治与教育（朱经农等）

第一个全译本“民本主义与教育”

流行译名为“民本主义与教育”

１９４０－至今 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等）

民主与教育（俞吾金等）
流行译名为“民主主义与教育”

　　（一）“德莫（谟）克拉西”的表意含混
如所周知，“德莫（谟）克拉西”是“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音译，“中国以前翻译佛经有五不翻的规矩，其中

有一种叫做多涵不翻……所以把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译做德莫克拉西”（仲九，１９１９）。若从形式上看，将“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为“德莫（谟）克拉西与教育”，不过是依据“多涵不翻”原则将两种语词一一对
应的按部就班直译；但若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加以审度，不难发现“德莫（谟）克拉西与教育”如此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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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藏着的深层意味。

１９１９年１月，《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为回驳守旧势力的非难，发表了雄文《本志罪案之答辩
书》，直言不讳遭受非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拥护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并旗帜鲜明地表示：

“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２０１１，第８页）。
由此，“德莫（谟）克拉西”一词迅速在知识界传播，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批判旧礼法、旧伦理、旧文化、旧

政治的思想利器。杜威来华访问不过四天，恰逢五四运动爆发，“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正是五四运动

的两面旗帜，在此情形下，杜威在著作及讲学中旗帜鲜明宣扬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随之也相应多次被学界中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和支持者译为“德莫（谟）克拉西”“德莫（谟）克拉西
与教育”。显而易见，译者看到了杜威思想学说与当时中国社会改造需求的契合之处，并对杜威思想学

说寄予厚望，希冀他能成为涤除根深蒂固旧文化、引领中国社会革故鼎新的“德先生”的代言人。正因

为如此，蔡元培等人在杜威来华时隔不久后特意举办的庆祝杜威６０岁生日宴会上不吝公开表示对他
的各种赞美之词，将其与孔子相提并论，“强化了杜威及其教育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郑金洲，瞿葆

奎，２００５，第２３页）。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德莫（谟）克拉西与教育”的翻译寓意着对“德先生”的高度期许，但

其并没有清晰勾勒出“德先生”的直观形象，以至于受众因译者的“多涵不翻”而导致对杜威的“Ｄｅｍｏｃ
ｒａｃｙ”思想理解含混不清并争论不休。对此，如同林科棠在转译日本学者永野芳夫著作《杜威教育学说
之研究》中所言：“然说德谟克拉西之人，各有种种解说：或名为民本主义，或名为民主主义，或名为某某

主义。此虽非全然误解，但仅大德谟克拉西中之一小部分而已。杜威根据其哲学以说教育，故其教育

说当然有关于德谟克拉西。不过，氏之所谓德谟克拉西，与世上所呼之德谟克拉西，有多少异趣；因之

氏虽结合德谟克拉西与教育，但非如世人之轻卒考虑之意味。”（永野芳夫，１９３５，第７－８页）可以说，正
是由于“多涵不翻”直接音译的“德莫（谟）克拉西”的表意含混，导致其在五四运动时期喷薄而出之后

就迅速谢幕退场，被确有所指的译词所取代。

（二）“主义”与“非主义”的译法纠缠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第二种两字复合词的译法与第三种四字复合词的译法常在同一时期相对出现，如
“平民与教育”和“平民主义与教育”，“民治与教育”和“民治主义与教育”，“民主与教育”和“民主主义

与教育”，进而导致“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中译出现“主义”与“非主义”译法的纠缠。若从形式上
看，“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中译对应语词有无“主义”后缀，不过是译者基于各自对“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一词语义理解所
作的自主表达偏好；但若结合当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时代背景，不难发现“主义”与“非主义”的翻译

无不渗透着译者本人鲜明的社会改革观。

１９１９年７月，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评论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后引起知识界
蓝公武、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积极回应，从而掀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是针对随着“主义时

代”的到来滥用“主义”的现象有感而发，认为“在这个时代，许多原本在英文原文中不带ｉｓｍ的词，常以
‘主义’译之”（王?森，２０１８，第１４７页）。因此，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中译为“ＸＸ主义与教育”
正是“主义时代”的惯常做法，以致于林科棠在译介杜威教育思想时还将杜威所批判的“准备说”和“展

开说”分别译为“准备主义”和“开发主义”（永野芳夫，１９３５，第３２－３８页）。之所以盛行“主义化”的翻
译方式，是因为时人特别推崇“主义”一词乃至形成了“主义信仰”，将“主义”视为一套可以从根本上彻

底革除思想疴弊、救治社会危机、实现国家复兴的系统行动方案。“与有主义的西方对抗，则中国也必

须要有主义，最理想的状况是所持的主义要与当时西方最当令的主义相当……要改造社会必须确定鲜

明的主义。”（王?森，２０１８，第１５２－１９０页）在此情形下，对“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进行中译时，若
坚持采用“ＸＸ主义与教育”的译法，则预示了所秉持的整体性改革立场，通过将杜威思想从学理层面的
阐释上升到“主义”层面的宣扬，希望用其作为改造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支配“主义”和指导律令；若坚

持采用“ＸＸ与教育”的译法，则大致表明了个人的渐进式改革态度，主要是从学理视角来阐释杜威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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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将其视为救治时弊可供参考的框架工具而非不可或缺的灵丹妙药。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不可能就其内涵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不同的分析者从中
解读出各自喜好的价值观。”（Ｔａｎ，２００４，ｐ．１０）正是由于译者的价值倾向和偏好意图，从而导致“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中译名目繁多，这就可能与杜威的本义不相契合。例如，倘若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翻译为“平民主义”，“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随之转译为“平民主义与教育”，这突显了平等化的意
味，契合了当时中国亟待为平民扫盲脱愚、普及大众教育的发展实情，并借此为教育的平民化乃至平民

教育运动的勃兴提供学理支持。然而，这种翻译较之于杜威本义可谓是内涵缩减。“从语言学的角度

看，‘平民主义’教育这个译名已经蕴涵着缩减的倾向：被化约为教育的平民化，更直接地说，指普及教

育。”（顾红亮，２０１５，第２９８页）又如，倘若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翻译为“民本主义”，“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随之转译为“民本主义与教育”，这突显了民为贵的价值取向，顺应了当时社会启民智、兴民权、重
民生的发展趋势，因其接续中国传统“以民为本”“民为邦本”的思想而更易为普罗大众所理解。然而，

这种翻译较之于杜威本义可谓是大相径庭。陈独秀在“东西文化论战”期间就曾撰文对托古改制式的

“民本主义”的说法给予了批驳：“仍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换汤

不换药耳。毋怪乎今日之中国，名为共和而实不至也。”（陈独秀，２０１１，第１２５页）再者，倘若将“Ｄｅｍｏｃ
ｒａｃｙ”翻译为“民治”或“民治主义”，“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随之转译为“民治与教育”或“民治主义
与教育”，这突显了政治化理解视角，看到了民主政治之于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这种翻译同样

是对杜威本义的窄化。正如杜威所说：“民主政治热心教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还有一

种更为深刻的解释：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

经验的方式。”（杜威，２００１，第９７页）

三、从“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到“民主主义与教育”的时代图新

（一）杜威著述中“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内涵阐释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是五四时期新式知识分子最常使用的口号。然而，他们从未充分讨论并彻底理解这个

词语。”（Ｃｈｏｗ，１９６０，ｐ．２２８）如前所述，正是由于对“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一词的翻译分歧，才导致了杜威名著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中文译名的纷繁多样。为促使翻译精到，则需对本体理解深刻，因此，实有必
要返回本源，解析杜威著述中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究竟为何意。

事实上，杜威１９１５年出版的著作《明日之学校》最后章节即是直接以“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为
题，但真正对“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议题展开充分讨论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则是１９１６年名为“Ｄｅ
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著作的出版。尽管在杜威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原著书名中，“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并立，且“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语序先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一词及其变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ａｌｌｙ”在该书正文中并不多见。在杜威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原著中，“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共出现
１２次、“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共出现３８次，“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ａｌｌｙ”只出现１次；这远少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及其变体“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在原著中出现的总次数６２６次，其中“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共出现４５５次、“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共
出现１６１次、“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共出现１０次。虽论及次数较少，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无疑是核心关键词。查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原著文本，“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一词及其变体除序言之外始见于第七章“教育中的民
主概念（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这一章也是全书中唯一直接以“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实则以
变体形式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为主题的篇章。要而言之，杜威在该章阐述了其本人的“民主理想（Ｔｈ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
ｉｃＩｄｅａｌ）”，指出“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涵盖政府组织、社会生活、人际交往三种形式（杜威，２００１，第９７页）。此
外，杜威在其他章节也间接谈到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但其内涵并不确定，“有时‘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是在狭义的政
治意义上使用，有时用来意指广义的‘经验的开放性（ｏｐｅｎｅｓｓｔｏ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有时还用作教育本身的
同义词”（Ｄｅｗｅｙ，１９８５，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５）。在访华讲演期间，杜威更加明确地指出“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包含政
治的、民权的、社会的、经济的四个层面，它不仅是观念也是实践。显然，杜威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是一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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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加渔：民主的多重面向：杜威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中文译名的世纪流变

度复杂的概念，意指一套内涵丰富、维度多元的“个人生活—社会交往—国家治理—世界共处”复合思

想及行动体系。无论是早年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奉为“理想（Ｉｄｅａｌ）”，还是暮年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奉为“信仰
（Ｆａｉｔｈ）”，杜威终其一生都在持守“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信条，对他而言，“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不是单纯的学术议题而
是坚定的“主义”。

据考证，英文语词“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最初传入中国之时即被翻译为“民主”（刘禾，２００２，第３７５页）。而
后，随着时间的推移，“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逐渐被翻译为“民本”“民治”“德莫（谟）克拉西”等。当今时代，“民
主”较之于“民本”“民治”等词语内涵更为丰富，在“民主”理念广为人知并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将杜威

著述中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译为“民主主义”，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译为“民主主义与教育”，可谓更
契合杜威的思想原旨。正如张东荪所言：“民主主义同时是个政治制度，同时是个社会组织，同时是个

教育精神，同时是个生活态度，同时是个思维方法，同时是个前途的理想，同时是个切身的习惯。”（张东

荪，２０１０，第２３６页）这恰恰是杜威著述中“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的精髓所在。
（二）“民主主义与教育”的时代图新

总的来说，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长达百年的译介传播并非只是一次比一次更逼真复现杜

威文本思想的过程，而是在时空交错的历史长河中伴随转变着的社会情境一次又一次不断被重新阐释

和改造的过程。从２０世纪１０－２０年代流行的译介“平民主义与教育”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流行的译介
“民本主义与教育”再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起流行的译介“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总是发生着某种转译嬗变，以此延展出新的生长点，以契合时代发展需要。尽
管当前对杜威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字斟句酌的译介越来越精到，对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思想原旨
的解读也越来越精深，但这并不意味着渐落帷幕———杜威在一个世纪前出版的著作并未被时间淘汰，

提出的问题也尚未被圆满解决。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就在《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２０年后，杜威不无感概地说：“我不知道对于当下整个
人类生活的诸种具体关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及家庭的关系而言，民主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毫不迟疑地如此供认不讳，是因为我猜想也没有其他人知道民主主义的具体内涵。”（Ｄｅｗｅｙ，１９９１，
ｐ．１９０）这并非杜威自谦。悉尼·胡克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民主主义与教育》撰写导言时，也认为，如
果杜威是在后续其他时期写这本书，那么他的论述观点和篇幅就会发生改变（Ｄｅｗｅｙ，１９８５，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７）。究其原因，在于时代发生了巨变。杜威本人也清醒地看到了因时代巨变而带来的观念图新，如他
所说：“民主主义的观念本身，民主主义的意义，必须不断地加以重新探究；必须不断地发掘它，重新发

掘它，改造它和改组它；同时，体现民主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制度必须加以改造和改

组，以适应由于人们所需要与满足这些需要的新资源的发展所引起的种种新变化”（赵祥麟，２０１３，第
２９５－２９６页）。事实上，不仅仅是民主主义的观念，教育的观念乃至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观念在新时期也
都需要不断地加以重新探究、阐释和改造。

尽管《民主主义与教育》出版于２０世纪初，但迄今依然具有鲜活的时代气息，其核心思想即便在当
代也一样具有生命力（Ｒｙａｎ，１９９５，ｐ．３５７）。对当代中国而言，或许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译介文本的
字面问题因措辞日趋统一而不再如过往般纷繁，然而，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思想本身的丰富性、复杂

性与多变性如何在限定的译介文本表达中得以充分体现，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社会情境对其转化性阐

释和改造以适应时代变革图新需要进而揭示其当代意涵，则是亟待解决的更深层、更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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